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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章澄:略论《民国旧体诗史稿》的启蒙意义

 

      略论《民国旧体诗史稿》的启蒙意义   

     庄严 章澄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由胡迎建同志撰著的《民国旧体诗史稿》，有意或无意地向我发出挑战的目光，因为学术评论在

“发人之已发”时，正像著名作家王蒙所说：“好的评论决不是一次的简单表态或条件反映，而是一次奇异的发现。”那

么，我在这部《民国旧体诗史稿》中发现的什么呢？  

      

     一、 两大特色  

     在我看来，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搜罗之广博，研讨之深刻”，是本书易于发现的特点，但真正的最大特色则在于以

下两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文学研究与批评要有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我

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

（ 1）。所谓“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把一切作家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

范围内，根据不同文学体裁创作特点，进行审美与艺术的具体分析，来全面考察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出应有的结论。本

书正是学习和运用这种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批评方法，对民国旧体诗传承与创新双向推进的动态过程，加以系统

化的考察和客观化的评骘，它对于总结诗词创作的特点与规律，指引和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与欣赏诗词，从而使优秀诗词作品

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诗词创作的繁荣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中，达到时代先进水平和社会审美需求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重大成果，它对推动人类

审美文化前进、丰富人类精神世界、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本书可以说是它一缕阳光的朗

照，一抹霞彩的辉映，一首和谐乐章的流响，一幅生动图景的呈现，给出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第二，作者在《前言》中，夫子自道地指出：“我力图将诗人进行群体的研究，注意每一群体的总的思想倾向，也注

意群体中诗人们的不同风貌与细微区别，力图发掘过去不为人们知晓而艺术成就甚高的诗人。”这是自觉运用形成于 2 0世

纪四十年代末的西方行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使自己的研究增强科学性与信而有征，因为人类任何行为，不论是群体的还

是个体的，都是社会的各种因素决定的。探索群体行为或个体行为的奥秘，都必须全面明了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行

为科学来说，将诗人进行群体的研究，便既要注意自然群体与组织群体、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以及群体行为的不同类型

和对其加以定性定量的分析，又要注意影响群体行为的内外因素和群体与其成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考察，乃至注目

其距离的远近、交往的频率，态度的相似性（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评价直到兴趣爱好上的一致），需要的互补性

等等方面。实际上，这既是一种把诗人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相结合、相交叉的动力学研究模式，又是一种融现代系统论、信

息论、控制论于一体的复杂网络。应该说，运用上述理论和方法，来开拓诗人与诗的研究空间，迄今为止，尚属罕见；同

是，它也是博采、融合、创新的一种集中体现。  

      

     二、 三个亮点   

     从本书“纵横结合、叙论结合”的阐发和描述中，人们不难依次发现三个闪光的亮点。这就是：第一，对民国旧体诗



基本特征的整体性把握。作者作了三个层面的宏观性概括。即（ 1）由党派意识衍生的鲜明的政治性。按照历史真实，一是

指明国民党不同时期诗人主体的不同倾向；二是指出共产党发展壮大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富有革命激情与时代特

色的诗作，以及两党指挥的军队中，军旅诗人辈出；三是赞扬民主党派在尚未形成政治力量以前，其中精英分子诗作，便已

具有较强的进步意义。这三者集中到一点，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党派政治与文艺之间的关系，这个历来存在的课题。

（ 2）与封建社会时代以官吏与隐士为诗词创作主体显著不同的，以学者与教授为诗词创作主体队伍的出现，是中国诗史上

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既在新知与旧学的相互激荡中，重新投入旧体诗的怀抱，领略它的古典韵味。又在抗战烽火与

流离生活的锤炼下，走出书斋，拥抱时代，并且成为在全国大、中学生中播送旧体诗星星之火的传薪者。这里便涉及旧体诗

三个新的主体（即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互动的过程，因而与第三个特征发生必然的内在联系。（ 3）由于时

代、环境、生活的新变化，渗入和拓宽诗人的视野，也就带来了诗作题材、意境和情趣的新变化。作者把这种新变化概括为

四点：（ 1）城市生活与现代战争；（ 2）社会生活与异域风情（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生活）；（ 3）在通俗与典雅的二元对

立中的求和谐；（ 4）旧体诗在新文学兴起后的边缘化地位与处境，且缺少公认的领袖人物，和具有鲜明艺术主张的诗派，

因而未能独树一帜，形成龙起云从的诗人队伍。这些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以上三大特征还可以简化为“三性”，即政治性、主体性、时代性。其中的时代性是古老命题的现代表述。时代性是

一切文学艺术演变的外部因素，即“他律性”。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早就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与“文变

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主体性则是一切文学演变的重要因素，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思想、

性格、气质、情趣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必然制约文艺的发展方向。而一切文体演变的自身因素，即“自律性”，便涉

及到诗词审美特征和艺术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了。  

     旧文学的旧体诗和新文学的新诗之间相互消长和曲折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与诗史上的一种耐人寻味的有

趣现象。如果要作深层次的思考，它和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其实，文学新旧的分

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艺术不像科学那样，它不是按照知识为新体系所‘扬弃’而从属于新体系的原则发展的”

（ 2）。新与旧既是貌似对立的，又是辩证统一的，它们并没有彼此隔绝、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二，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自我反省意识，它和中国儒家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忏悔性

自省性质完全不同。是一种能够超越自我、超越现实利害之上的自由意识。我们民族自古就比较缺乏这种意识。五四时期新

文学运动之失，正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科学总结和深刻分析的那样，“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

义的批判精神，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只知道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好就是绝对

的好，一切皆好。”正是在这种风气下，造成了全盘否定旧体诗的失误和教训。经过这些领导人物和新诗主要倡导者历史的

回眸、实践的矫正、传统的复归、审视的重新……等过程，为真正和全面的反思打开了大门，也就逐步走上了中国两类诗歌

在碰撞中前行、在互补中共存的道路。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反思，主要聚集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 1）经历新、旧诗之争后的困惑与沉思——以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为代表，他对一味指斥旧诗和一味盲目崇外这两

个极端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最后得出“吸收西洋诗与中国旧诗的长处，使中西艺术结婚为宁馨儿”的结论。这既是对

旧体诗的重新审视，又是对中国诗悠久传统的重新审视，更是在旧诗格律化的基础上探索新诗格律化的发端。以他为代表的

新月派诗人，对新诗格律化确有其不可埋没的历史性功绩。根据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的《胡适杂忆》，第一个揭竿而起的新

文学先驱胡适，他在晚年与早年时期对旧体诗的态度也判然有别。这从另一侧面表明，无论对旧体诗还是对中国诗传统，都

需要有一个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的过程。  

     （ 2）对新旧诗及其得失的鉴别性比较——这里存在着多元化的看法：闻一多认为，旧诗太缺乏时代精神，但律诗的艺

术价值是永恒的。著名新诗人刘大白虽主张诗体解放，但却承认外形的美学价值，特别是他发现了旧诗中的五七言音数律，

及其吟诵或歌唱者呼吸相称的生理共振功能。这和当代已故著名诗词家赵朴初发现五七言这一体裁的悠久历史性、广泛适应

性以及至今仍活在作者笔下和群众口头的强韧生命力，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效。另一著名学人叶公超则一方面既承认格律

是任何诗的必须条件，又指出并非束缚情绪，而是适应诗人的内在要求的产物。另一方面，揭示旧诗的情调和意境，对新诗

人产生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林庚白也看到了旧体诗与民族精神内涵和传统潜在影响、无法割断的血肉联

系。而新诗由于未植根民族形式，在诗意、诗味、音韵感、节奏感等方面不如旧体诗，又难记难背，不便传播。所以毛泽东



批评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闻一多也认为从五四以来“成绩最坏的还是新诗。”对此，王礼锡持不同意见，认为新诗

有失败的，旧诗也有失败的，未可一概而论。  

     （ 3）全面反思中提出的三个值得探究的大问题：一是五四语言革命的利与弊（中国语言文字的民族特点与审美特征问

题），二是诗的内容因素与形式因素相适应相统一的问题。三是诗的“文体学”研究的问题。就第一点而言，龙泉明在《五

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与历史局限》一文中指出：“五四语言革命重在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追求语言的精确性、明

快性，这就必然丢失中国传统语言方式中固有的隐喻性、模糊性等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为其代价。”其实，问题远不止此。

当代著名诗人、诗歌语言学家郑敏还指出：“汉诗不仅是可理解的、可诵的，而且有视觉和造型艺术的效果。……在现代语

言学理论基础上，重新认识汉语诗歌的价值，是当下诗歌写作摆脱困境的应有之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企图把新诗全面推向“散文化”，实际上，他的“散文化”就是“古文化”。这就产生两个主

要矛盾，一个是“诗与散文的矛盾”，另一个是“文言与白话的矛盾”，这两个矛盾至今都没有很好解决。前者从《诗经》

到现在，它一直是流贯于中国诗歌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的浪涛。后者，一则不仅至今仍然各有各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二

则在多种形式的文章中，骈、散与文、白的适当结合，反而有利于增强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传统语言方式中，审音协律、敷

辞掞藻以及按字音平仄和字义虚实所形成的对偶，这些音韵学、修辞学方面的知识与功能，仍未丧失其应有的作用。  

     就第二点而言，郭沫若在 2 0世纪五十年代对写旧诗所发表的意见（见《诗刊》 1 9 5 9年第 1期所载的《论写旧诗

词》），是从三个方面来切入主题的。首先，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是有问题的；其次，他认为旧诗形式大抵导源于古代

民歌民谣，而它的语法和韵律就是现时的民歌民谣；再次，他认为采取新事物、新名词、新语法的革命性的旧诗词，内容上

固然是新，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两个基本点：第一，内容是具有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

式，二者永远不可分离。所以，德国著名美学家黑格尔才强调说：“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的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

术品”（ 3）。第二，鲁迅曾经对采用和改造旧形式，作过精辟而又带有辩证法的论述。郭沫若则将旧诗词的革命性改造，

归结为更新内容与更新形式的统一。这就和现在人们常说的“继承—创新—发展”更接近了。  

     就第三点而言，前面已经提到，一切文学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既有客观的规律（即“他律”），又有自身的规律（即

“自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体创造的规律。文体的定义，历来大多局限于“体裁”这个单一的层面，其实它的内涵很

多。今天看来，文体的表层，主要是指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文体的深层，则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创作主体的人

格内涵。文体作为一个艺术创造系统，它包括和追求三个目标，即（ 1）体裁的规范；（ 2）语体的创造；（ 3）风格的形

成。任何一种艺术创造的成功，以及它对人类精神文化作出的贡献大小，都取决于任何一种艺术作品跟它所采取和运用的文

体之间那种相互契合、相互交融的一致性。而胡适从宋诗到新诗所一直主张的“作诗如说话”“作诗如作文”之类的创作

观，取消了诗的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区别，取消了诗与文的区别，是和诗的本质格格不入的。  

     以上所有论述，都大大有助于人们对旧体诗性质与价值、得失与优劣、历史与现状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也大大有助于

人们对旧体诗发展前途作更加深入、更加科学与更加辩证的思考。  

     第三，对民国旧体诗不同流派的客观评述。诗与诗学流派，是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产物，诗学流派与不同诗风有着密

切的关系，但又是比诗风更为复杂的一种文艺现象。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流派，既是由于某一历史阶段某些诗家、诗论

家有着相近或共同的诗学见解与志趣，又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也既有彼此进行或参

与斗争的一面，又有相互竞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面，这就自然形成了推动诗学发展的强大的内驱力，因而研究诗歌

流派也就成为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相对说来，作者在评述民国初期及其以后的诗学流派与诗人诗作时，采取了冷峻观照与客观分析的态度。尤其值得一

说的是：（ 1）中国诗史，唐宋诗作为中国诗的两大类型，在唐以后直到现在的诗坛，不入于唐则入于宋，几乎成了一般通

例。钱钟书甚至认为，这和德国诗人席勒在《论诗派》一文所作的区分相同。从清末至今，则可以说是宋诗的“狄克推多”

时代。作者将评述流派与厘清源流相结合，注意到这一既具有规律性又带有独特性的诗学现象，并贯穿于叙述的始终。

（ 2）近代社会面貌千汇万状，诗坛情况也错综复杂，在进步诗词潮流的激荡下，对立面也时有出现。同光体与南社即其显

例。作者对这旨趣有别的两大流派的评述，不作简单化的肯定与否定，而是既作相当清晰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梳理，又作比

较细腻的艺术解剖，从而分出主流与末流，给予应有的臧否。（ 3）用宏观视角从众多不同创作主体和不同创作展示民国时

期庞大和复杂的诗歌阵营，它说明中国诗传统的复盖面之广与影响力之巨。若要真正继承和弘扬好的传统与充分利用传统的



营养，就应转换立足点，站在传统之外，站在新时代和现代化的高度，既通过理性的诠释，把握传统的真精神，又运用科学

的眼光，来分清应该吸收的精华与必须剔除的糟粕，进而借古以开新，与时而俱进。  

     正如已故著名诗人、诗论家公木所指出：“由于中国实际上是跨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中

国近代诗歌并没有成为现代诗歌的开端，而仍应属于古典诗歌的结尾”（ 4）。而古典诗向当代诗的转变，既是历史向当代

前进的必然，又是历史向当代提出的挑战。  

     通过本书对传统的张扬，和激起当代广大诗词队伍对历史的应战，使从民国到当代创作的中华诗词，真正做到像我国

已故著名学者胡小石所说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又

一个新的像唐宋一样辉煌的诗的时代，正等着我们为她举行揭幕大典。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 4 7页。  

     （ 2） {俄 }格·尼·波斯彼洛夫《论美和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 8 1年版，第 1 6 4页   

     （ 3）赵朴初《片石集·前言》  

     （ 4）张松如（公木）《中国诗歌史论》  

      

     本文作者：安徽芜湖市  

     安徽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诗论家，著有《中国美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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